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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

———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思考
龚向和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于强调“经济指标”，使城市失去了“灵魂”与“记忆”，

“文化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要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在发展中贯穿“权利保护”精

神，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的，以文化权利谱系的拓展和保护作为度量基准。

从权利本体视角看，文化权利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城市交通发展是一种“供给”形

式，而实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仰赖于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从“公

民权利—政府义务”关系理论看，政府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

义务与给付义务，是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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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２００６年初，南京地铁二号线因建设需要，迁移主城区线路沿线的行道树，这批行道树多集中在汉中路和中山东路上，大多为种植于
民国时期的法国梧桐，共迁移了１９０棵。当时即有南京市民发动了“‘大树搬家’牵动人心”的活动。而据统计，搬家后的法国梧桐存活率
极低，２００６年搬家到白下区的８３棵法国梧桐中，已有６８棵死亡。最大一棵死亡的法国梧桐，胸围２８０厘米，有８０年树龄。参见李秀婷、

叶雯：《南京２００棵梧桐为地铁建设让路 市民心痛》，《南方日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

一、南京“法桐让路”事件
及其引发的争议

　　２０１１年３月，随着南京市地铁三号线的即将开

工建设，主城区内超过６００棵树要被迁移，为地铁让

道。加上地铁十号线的建设，主城区一共要迁移

１１００棵树。据政府部门统计，建设地铁三号线将迁

走的６００棵树中，约有２００棵为法国梧桐树。被南

京市民誉为“城市灵魂”的法国梧桐的命运，再次引

发市民关注与热议① ，黄健翔等知名人士通过微博

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媒体随后跟踪报道，

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事件推到舆论的风口

浪尖。各路声音经由微博的聚集，一场“拯救南京梧

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动引发社会关注。

在一片质疑声中，南京市出台制定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

所有市政工程规划、建设都要以保护古树名木为前

提。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等先后对此表态：“工程让

树，不得砍树”、“涉及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要以

保护古树名木、保护行道树为前提”，移树工程被全

面叫停。这一“法桐为地铁让路”事件似乎已“尘埃

落定”，然而我们不得不深刻地检讨与反思：此事件

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事件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

我们应怎样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法桐让路”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

事件考验了地方政府依法执政的水平，凸显了法治

的困境［１］。有人认为事件显示出政府信息不公开，

政府决策不民主，公众参与不足［２］。也有人以经济

方法计算城市交通发展与保护树木的成本与收益，

认为更改地铁设计将加大经济成本投入，因此大树

不得不为城市建设做出“牺牲”［３］。笔者认为这些讨

论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大都局限于事件的表象，尚未

触及问题的本质。

南京的法国梧桐被视为“城市的灵魂”、“南京的

名片”、“城市的记忆”。１８７２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

石鼓路种下了南京第一棵法国梧桐树，开创了南京

行道树栽种的历史。１９２９年为迎接孙中山灵柩修

建中山路和陵园大道的时候，又陆续种下２万棵法

国梧桐，遮天蔽日的林荫大道与中西合璧的民国建

筑成为南京的象征。因此“梧桐是历史、精神、文化

和标志，是南京人的家人”［４］。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表

示：保护南京古树名木，就是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法桐让路”事件反映了“经济社会

发展”中“公民权利”保护的问题，其本质是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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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展与文化权利的冲突、博弈与平衡。

文化权利是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相并列的一项权利，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７条和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５条规定，文

化权利包含了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

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福利之权利，享有一切保护科

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权利。城市

交通发展中的文化权利，不仅强调交通发展应不断

增加文化的内涵与拓展文化的形式，而且强调城市

交通发展应保护已有的文化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

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权利不是被动权利，而是主

动参与型权利，不是静止不变的权利，其内涵与形式

是不断变化与拓展的。文化权利是每个人基于理性

与自由选择，按其本质和尊严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

文化待遇和文化机会，以及可以采取的文化态度和

文化习惯。那么，当文化权利与城市交通发展产生

冲突，是“权利”让路于“发展”，还是“发展”让路于
“权利”？发展与权利的优位排列有无衡量的基准？

二、城市交通发展
须让路于市民文化权利

　　当今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峻，交通拥堵，交通事

故急剧上升，交通环境日益恶化。面对日益严重的

交通问题，具体国家、地区所采取的具体做法不一，

但殊途同归地偏向于从技术角度去探求问题的解决

之道［５］。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城市交通容

量；通过编制、设计智能化交通运行模式以发挥现有

交通设施功能；通过改造或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管理

体制与服务体系来提升城市交通的质量与效能。然

而，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并未带来交通问题

的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

笔者认为，城市交通并不仅是技术科学的范畴，亦属

于社会科学，因此在注重交通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城

市交通规划与设计的“人文关怀”，加强城市交通发

展中的文化自觉意识，提高城市交通发展的文化参

与程度。

１．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贫困”

城市交通发展是实现城市现代化、拓展城市辐

射范围、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其首要的直接的

功能是“减少贫困”。然而，“贫困”是一个多维概

念，不仅包括“经济贫困”，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饥

饿是贫困，缺少住房是贫困，有病不能医是贫困。

“收入贫困”使得出行机会减少；工作出行距离长，

出现“时间贫困”；长距离和长时间步行或乘坐较慢

的交通工具，使人疲劳和烦躁，是为“能力贫困”。

城市交通发展应理解贫困的多维本质，并寻找缓解

贫困的策略。

认识贫困的多维标准，旨在改变采用单一“经济

指标”衡量城市交通发展的传统做法，现代城市交通

发展除了经济指标，还应同时兼顾文化指标、政治标

准等，以人为逻辑起点与落脚点。“发展的目标不仅

是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和收入得到理性的公

平分配。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人们普遍享有

更多的自由和机会。”［６］１０仅面向“提高整个交通体系

的效率”的城市交通结构改善是不够的，还应在系统

层面注重文化建设和文化权利的保护，注重公平、正

义、自由等精神。

从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现状看，“文化贫困”现象

极其严重。不仅现有的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所展现

的行业文化色彩不浓，而且城市交通发展对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在全国成为一种极

其普遍的现象，如为给地铁“让路”，２０１０年武汉市

百年老街被“腰斩”：８３岁“四季美”汤包馆歇业，百

年老店“精益”眼镜迁至鄱阳街；上海一幢有着９０年

历史的古建筑整体“行走”了２０多米；２０１１年，昆明

龙头村一晚清古屋突遭拆迁，因修建地铁需移植上

万株树木；长沙百年银杏因修建地铁生存艰难；大连

市移栽了中山广场１５棵百岁老树。现有城市交通

发展理念致力于维系城市“躯壳”靓丽，而忽视了城

市内在“灵魂”，使得城市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和

活力。

笔者认为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化贫困”本质是
“文化权利贫困”。文化权利作为一项人权，具有重

要价值与地位，但与其他人权相比，文化权利相对不

成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常常被忽视，因此常被

称为人权中的“不发达部门”，也被当做其他人权的
“穷亲戚”［７］。艾德亦认为，文化权利的无足轻重反

映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个人的文化权利几乎得不

到什么关注。无论何时，只要使用“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的表达，大多数情况下，注意力是放在经济

和社会权利上［８］３２８。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文化权利的

忽视形成共振效应，使得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的“文

化权利贫困”日益严重。因此，必须凸显城市交通发

展中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梳理城市交通发展与

文化权利的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共赢。

２．城市交通发展应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标

人权与发展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主题，二者

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人权的普遍实现，离不开发

展，而发展离开人权，将失去方向与意义。人权是发

展的目的、标准、固有内容。随着传统以物为中心的

发展观带来贫富两级分化、环境污染、社会动荡等严

重问题，人类社会认识到发展不单是物质财富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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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程，更是人权的实现与扩展过程，强调只有以人

权保障为内容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因此，现代

发展观凸显人的中心地位，将人权与发展相结合，以

人权保障来看待发展问题。

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为人谋取福利，而不是结构

的构建与数字的增进，应以人的幸福与状态优化作

为衡量发展的最终尺度。诚如阿马蒂亚·森 （Ａｍａ－
ｒｔｙａ　Ｓｅｎ）所论证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所

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９］１必须将人置于主

体地位，不能把人看做仅仅是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

利益接受者。人权是发展的目的，不仅体现在发展

过程的公正性和人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对发展结

果的共享。发展不会自动带来人权保障，只有明确

发展必须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标，才能使发展成为

实现人权的过程。

就城市交通发展看，城市是人的城市，交通是人

的交通，城市交通发展本身并非目的，人与人权才是

城市交通发展的价值所在。尽管城市发展过程中需

考虑经济成本与收益、城市整体规划等因素，但将所

有要素放在一个总体框架内观之，城市交通发展应

以人的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具有

终极性、价值导向性、不可替代性。人权内涵丰富，

包括自由权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

南京“法桐让路”事件凸显了城市交通发展与文化权

利的冲突与平衡，南京街道梧桐不再局限于“绿化”

作用，更是作为“城市的灵魂”、“南京的名片”，作为

一种历史精神的象征而存在，“南京的法国梧桐不仅

仅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根本就是一代又一代南京

人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１０］当城市交通发展与市

民文化权利发生冲突，应优先保护文化权利，文化权

利相对于城市交通发展具有价值优位性，城市交通

发展应让路于市民文化权利。

３．文化权利是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

１９９４年在墨西哥的 ＯＥＣＤ 会议上，提出了“可

持续交通”概念，认为可持续交通发展应满足环境、

社会、经济三个目标。［１１］１２可持续交通发展改变了传

统将“经济指标”作为唯一考量因素，在注重交通技

术的同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考量基准。譬如不

断改善城市公共空间，发展步行道、绿地空间、道路

分割带、增加近郊城市公园等，发展多样化的公共交

通（如地铁、轻轨、公共汽电车）等。然而，我国城市

交通发展尚未彻底贯彻可持续交通发展的理念，错

误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理解为“以经

济建设为唯一”，盲目的城市扩张，不合理的城市规

划，对环境、文化因素的忽视，导致“交通拥堵、环境

污染”等“城市病”日益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城市

交通发展是好是坏，是否可持续，需要一个度量基

准。从人性、人文关怀等因素看，这个度量基准非
“权利”莫属。

基于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贫困”的现

状，要实现我国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凸显文化权利

的重要性，将文化权利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度量基

准之一。文化权利作为度量城市交通发展的一个标

准，有其价值基础。“公民权利具有明确的，可分析

的文化维度，与此相关联，还存在相应的文化制度和

义务。事实上，文化制度既作为民族国家的教育和

传播体制而发展，也作为与这种教育和传播体制相

联系的公民权利而发展，这本身显示了公民文化权

利维度的存在。”［１３］１００基于可持续交通发展理念，文

化是城市交通应有的内涵，文化权利作为一项人权，

文化权利享有程度和保障力度，本身体现了城市交

通发展的水平。

那么是否可以设计具体的文化权利度量基准？

即是否具有可行性？笔者认为，尽管文化权利是人

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超越物质存在的一种较高的追求

目标，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和理性保障，

要具体设计文化权利来度量城市交通发展是一个较

大的难题，但依然可以从城市交通发展中娱乐设施

与发展水平、文化机会公平度、文化产品质量和占物

质产品的比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纯度性比率、宗

教信仰自由度、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制度完善等方

面来度量。各种度量基准又可以细化为诸多更小更

具体的度量标准［１４］。

以文化权利度量城市交通发展，是认识文化权

利、推动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维度，而文化权利具有

工具性价值，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手

段，其机制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城市交通发展的

实质是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从“以自然

界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为了生存、增进其力量和实现其

价值的发展过程。城市交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

和提高全体市民的生活质量，保障权利的实现，其中

文化权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城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

利的实现需要民主机构、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增加平等经济机会、法治、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属

于少数人的文化权利。

综上所述，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障为目

的和价值，文化权利是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

文化权利优先于城市交通发展。而在我国城市交通

发展中，对文化权利保障尚不重视甚至侵害文化权

利，文化权利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城市交通发展

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经济指标”，将文化权利等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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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基准。城市交通发展应突出“人”的地位和价

值，以权利保障看待城市交通发展，将使经济、政

治、文化与社会各项发展指标，在“人”“人权”上归

于统一。

三、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
是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桥梁

　　在城市交通发展中贯彻市民文化权利保护精

神，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条

件，亦是建设法治城市、民主城市、现代化城市的必

由之路。如果城市交通文化层面的建设跟不上交通

物质层面的建设步伐，城市交通发展中的市民文化

权利无从保障，极可能使交通发展迷失发展方向，缺

失精神动力。从公法学视角看，城市文化更多表现

为市民的文化权利。那么，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与市

民文化权利连接点何在？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怎样才

能更有效地保护市民文化权利？

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政府制定的用以约束、指

导和协调城市交通行为的规则，对城市整体或局部

的交通供给和需求模式起到导向作用。制约城市交

通发展政策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城市的战略定位、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生态、资源条件等，而城

市文化因素是其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城市文化决定

了城市发展的定位、城市产业特色等。城市交通政

策的制定既要面向未来城市发展，更要重视和研究

城市历史。如果不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考察对

象，将使得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产生偏差。仅仅考虑

经济发展而无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使得城

市的历史痕迹逐渐淡去，失去生命力。城市文化遗

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培育了世代相传的民族

精神、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具有不可替代性。因

此，城市交通发展决策应充分考虑城市文化遗产的

制约因素。

笔者认为，市民参与是联系城市交通发展决策

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之间的桥梁，是防止城市交通

发展决策侵害文化权利的有效途径。文化权利保护

不仅要从市民在城市交通发展中获得文化权利的机

会来看，而且要从经济发展、文化规范以及品位方面

衡量；不仅包括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亦应定位城市

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城市历史文化和未来文化走

向都取决于市民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文化权利的范

围抑或谱系取决于“需求”，而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应

对这种文化权利需求予以“供给”。连接“需求”与

“供给”最重要的途径即“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

决策。

市民参与体现了继“代议制民主”理论之后的又

一种民主理论即“参与式民主”。在西方，参与式民

主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成为一种新的民主理

论流派。１９６０年美国学者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

出“参与式民主”（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概念。

１９７０年卡罗尔·佩特曼发表《参与和民主理论》，系

统阐发了参与式民主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中的作

用，标志着参与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

我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中呈现出文化权利贫

困，权利保障精神不足，“城市道路求宽、求大、讲气

派而交通布局、结构严重不合理，造成交通堵塞严

重。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大量破坏性拆毁，很多有

价值的文物也被拆除，这都是没有公众参与，而出现

政府决策‘集体性智障’的表现。”［１５］１８７市民参与的阙

如导致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集体性智障”，南京法

桐让路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

公众参 与 度 不 够，决 策 信 息 不 公 开，决 策 缺 乏 民

主性。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保障文化权利的

重要途径，亦是建立“开放式政府”、“法治政府”、

“民主政府”的重要方式。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

中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

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

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决策原则

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我国现行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体

制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三位一体的

决策模式，然而公众和专家在参与中未赋予“实体性

权力”，他们的角色存在某种“虚幻性”，未能构成对

交通发展决策权行使的理性化制约力量。政府是否

考虑公众和专家的意见、选择和感受，还存在相当大

的随意性，公众的参与变成一种“在场的缺席”，使

得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结果很难获得“通过理性的

正当化”［１６］支持。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意味着程序上的

“介入”和“出场”，这需要参与者对决策结果具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力，换言之，有效的市民参与意味着市

民在决策体制结构上享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实现市

民有效参与的关键在于“公众充权”①，将公众作为

“行动者”和“权利人”引入城市交通发展决策过程，

提高市民对城市交通发展的参与和有效发言权、选

４８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１４卷

① 这一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实证主义和技术化路线的公共决策失败时所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主要意思是强调公民的行动能力，强
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使公民“有权做出决定”。参见郭巍青：《公众充权与民主的政策科学：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白钢、史卫民主编：《中国
公共政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８３页。



择权。具体来讲，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

以保护文化权利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树立参与型行政理念，市民参与能为政府

决策和治理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本，改善政府决策和

治理的质量，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实现“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甚至可以说市民参与的程度直接决定

了城市交通的“人性化”内涵。

其次，提高政府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程度。市

民参与以有效信息为基础，没有充分透明的信息公

开，市民参与将变成“盲参”、“形式化”、“表演化”。

政府信息公开是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如

果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公众难以获得认知“目标”

所需的知识，亦难以对达成目标的“手段”进行分析

并采用相应的对策，对城市交通发展方案失去评价

能力，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有偏向的、被控制

的信息将使参与变成政府达成不良目的的工具。

再次，市民参与的制度化。市民参与应不再依

赖开明领导的意思抑或政策层面，法治城市、法治政

府的构建，要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有效保护市民文化

权利，必须在城市交通发展规划项目的申请、建设过

程中，以制度化形式保证市民与利害关系人有表达

意见的机会，并作为考量城市交通发展决策合法性

和合理性的基准。

四、政府义务是城市交通发展中
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城市交通是实现人和物移转的最大空间，要实

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规模的城市交通建设必不

可少。然而，城市交通发展往往与城市历史文化保

护相冲突，尤其是旧城区的交通发展，会破坏城市古

典建筑、街道布局等，损害市民文化权利。鉴于此，

现代城市交通趋向于适用公共交通，最大限度减少

小汽车交通，避免大规模扩充道路，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然而，城市轨道交通依然对城市历史文化有重

要影响，历史上形成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坏境对构建

城市空间形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城市交通发展

应保护传统城市交通网络空间，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促进市民文化权利的享有与实现。

“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是实现城市交通

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桥梁，这是从“权

利”视角的观察，以“权利制约权力”，即限制政府权

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在这种传统的“公民权利—政

府权力”关系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公民权利—政

府义务”关系理论，并认为政府义务是公民文化权利

的根本保障。因为“政府权力”并不一定带来公民文

化权利的保障，权力可能被滥用并造成对公民文化

权利的侵害。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应从它的对立

面———“政府义务”来寻求答案，保护文化权利是政

府的义务，政府义务是“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从

法律规范角度看，应依据公民文化权利的种类与范

围来设置政府义务，然后依据政府应履行的义务来

赋予政府相应权力，即遵循“公民权利———政府义

务———政府权力”的基本模式。因此，政府义务是城

市交通发展中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从人权代际理论看，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政府承担“不

得克减”、“即刻性”义务相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对政府义务采用了“采取步骤”、“逐渐

充分实现”用语，政府的“渐进性义务”主要基于文

化权利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提出，但决不能错误理解

为政府可以怠于履行义务甚至逃避义务。在理论层

面，国际人权法学者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义务层次

理论”，美国学者亨利·舒最早提出政府义务三分

法，即避免剥夺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向被剥夺者提

供帮助的义务。在此学说基础上，挪威人权专家艾

德凝练出尊重、保护与实现三层次义务理论。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食物

权的第１２号一般性意见书中确认了三层次义务理

论。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对义务进行分类，如张

翔博士依据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将国家义务划分

为三种：消极义务、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１７］。

笔者认为 Ａ·艾德理论中的“实现义务”内容过

于宽泛，“实现”一词可以说隐含了各种措施，其中

包括“保护”。而张翔博士的并列“三义务”———消极

义务、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也没有体现义务履

行的难易程度顺序，而且从词性来看，“消极”与“给

付”和“保护”也不一致。因此，从义务主体角度来

限定，“消极”宜改为“尊重”，继而将义务内容按照

履行难易程度分为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尊重、保护

和给付。［１８］我们以“尊重、保护、给付三层次义务”为

基础构建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保护文化权利的义务

体系。

第一，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尊重

义务。尊重义务，即政府不干预、不妨碍市民享受文

化权利的消极义务，反映了文化权利的传统防御权

功能。文化权利不仅是一项积极权利，亦具有消极

权利属性，要求政府进行克制，履行消极不作为义

务。政府在制定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时，应该充分尊

重市民根据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语言习惯、风俗

传统等，自由表达意见、创作和娱乐。２００１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５条

指出：“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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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

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

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

择的文化生活和从事自己特有的文化活动。”因此，

政府城市交通发展决策的制定不能将任何文化强加

于任何人，应尊重个人创造和选择文化权利的自由。

政府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还体现在城市交通

发展决策中，应尽可能减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损害。

如在设计城市交通发展线路时，应优先考虑避让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建筑、文物古迹等保护单

位，从根本上避免对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影响。对

于难以避免的，亦应该通过线路的局部调整，尽量使

线路沿交通干线铺设，避免轨道交通下穿文物古迹。

此外，应尊重现有交通理念、科技、管理及其服务所

蕴含的文化因素，如陆海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船

舶、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设备的制造、交通行业

行政执法、管理、窗口服务等阵地所蕴含的交通行业

文化。这些现有交通行业文化无不反映了市民的文

化意识和文化需求，是市民文化权利的具体展现。

第二，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保护

义务。保护义务是指政府负有积极义务，使公民在

实现文化权利的过程中，得到足以对抗第三人侵害

的保障。政府积极行政保护城市交通发展中市民文

化权利免受第三人侵害，此在行政法上称为“保护行

政”［１９］３２２。基于“保护行政”是以向市民提供某种帮

助为“目的”，相对于“干预行政”而言，受“法律保

留”原则的严格程度要低很多。但政府保护义务在

于保障存于私人之间的文化权利法益不受侵害，此

时受害者文化权利保护可能与加害者的防御权相冲

突，因此国家更应谨慎采取措施，因为可能使一方受

益，而另一方受侵害。易言之，在 此 “政 府—加 害

者—受害者”三角关系上，受害者有积极请求保护的

权利，而加害者则基于防御权有消极免受政府干预

的权利。

对于城市交通发展中来自第三人的文化权利侵

害，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以及怎样采取

措施？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因为从结

果来看，只在于“政府‘是否’尽其保护义务，而非政

府‘如何’尽其保护义务”［２０］１３７－１３８。我们认为城市交

通发展中文化权利的政府保护义务履行方式主要包

括预防 义 务、排 除 义 务 和 救 济 义 务 三 个 层 次［２１］。

（１）预防义务，是指政府负有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

防止对文化权利侵害的产生或降低危害行为的程

度。行政机关在文化权利立法框架内，为文化权利

主体提供一定的行为模式，营造有序环境确保权利

主体自由行使权利又不妨碍他人。并根据比例原则

权衡各方利益，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文化权利的

行使进行适当限制。建立和完善各种预防侵害机制

赖以发生效力的规章制度和设备资源，并发挥好组

织协调作用。（２）排除义务，是当第三人侵害正在

发生时，政府负有的排除第三人侵扰，确保文化权利

正常享有的义务。在排除层次中，政府的保护义务

具有直接性和现时性。（３）救济层次，是指由于第

三人侵害致使文化权利主体利益遭受损失，政府负

有追究侵害者责任以补偿受害者，使受害者的文化

权利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义务。

第三，城市交通发展中政府对文化权利的给付

义务。给付义务即指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促进文化权

利实现抑或直接提供援助、服务，照顾人们基本的生

计维持、整个社会安全，以及消弭严重的社会贫富悬

殊等问题。（１）在城市交通规划与设计中贯穿文化

权利保护意识。提高交通规划与设计的“人性化”内

涵，使城市交通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民，积极提供“物

质条件”。政府在城市交通设计中，应将轨道线路、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与城市整体的人文景观风貌有

机结合起来，使轨道交通不仅成为城市传统文化的

载体，更成为现代和未来城市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以城市交通发展为契机，打造城市个性文化品牌，增

加交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提高城市的品位，扩大城

市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培养市民对文化的保护意识。

（２）创造条件，为市民参与城市交通文化提供便利。

利用网络等现代方式积极公开政府交通决策信息，

扩大市民对交通发展的知情权。在现有的市民参与

城市交通决策的听证会、公共评论会等形式的基础

上，借鉴英国城市规划中市民参与的形式，如市民评

审团（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焦点小组（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市

民意见征询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Ｐａｎｅｌｓ）、民意调查、公民复

决、开 放 性 区 域 论 坛 （Ａｒｅａ　Ｆｏｒｕｍｓ／ｏｐｅ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等，扩大市民参与城市交通决策的形式。（３）直接

提供援助与服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不断改进和

完善公交服务系统，设置城市盲人行道以及方便市

民步行的街道。发展多样形态的交通工具，提高市

民“行”的能力。实现交通运输管理的组织化，保护

现有城市历史文化遗迹。（４）制度性给付，在国家

立法框架内，以科学发展观和现有交通理念、人文精

神为指导，重新审视现有的城市交通政策规章；以规

章制度的形式，设立交通纪念日、开展交通纪念活

动、交通文化活动，增加交通文化氛围；出台相关规

章政策，保护重点交通文物，为一些重点交通工程建

立纪念碑、纪念亭等。以此种方式，弘扬一种精神、

形成一种文化，让现有的交通发展留下它的文化痕

迹，为城市交通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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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交通发展往往以牺牲城市历史文化为

代价，“文化贫困”严重，以“经济指标”作为唯一的

考虑因素，忽视“权利指标”，导致市民文化权利受

到损害。市民文化权利首先体现在对既有文化的享

有与保护，如城市历史文化。城市历史文化是经过

历史辗转、积淀而形成，是城市发展脉络和不同历史

时期特征的呈现，保留着市民对城市的一种记忆，亦

体现城市的精神与个性。其次，市民文化权利还表

现为一种“未来预期”，即城市交通发展应贯彻文化

权利保障精神，在交通发展中发展现代城市文化，展

现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

当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相冲突时，我

们认为城市交通发展应让路于文化权利，特别是涉

及城市象征的文化标志。文化权利保护既是城市交

通发展的目的，也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度量基准。通

过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政府在城市交

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

实现义务，促进城市交通发展与文化权利的和谐共

处、相互推进，实现城市新旧容貌的有机统一，实现

发展与权利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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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ｗ　ｕｐ　ｔｏ　ｂ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Ｒ＆Ｄ　ｍｉｃｒ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１１）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ＪＩＡ　Ｌｅｉ－ｌｅｉ，ＰＡＮ　Ｙｕａｎ　·５６·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ｇｕｉｄ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ｏｒ　ｗ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ｏｏｄ　ｏｒ　ｅｖｉｌ　ｉ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ｔｈｉｃ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ｄａｎ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ｏｄ　ｗｉｓ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ｌｉｋｅ　ｇｅ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１２）Ｘｉｎｉｎ　Ｄａｏｉｓｍ　 ＸＵ　Ｊｉａｎ－ｌｉａｎｇ　·６１·
Ｆａ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ａｏ　ａｎｄ　Ｄｅ，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Ｘｉｎｉｎ　Ｌａｏｚ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ｗａｓ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Ｈｏｗｅｖｅｒ，Ｘｉ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ｏｚｉ．Ｗｕ　Ｘｉｎ，ｉ．ｅ．，ｈｅａｒｔｌｅｓ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ｏｚｉ，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ｌｅｓ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ｎｏｍａｎｉａ　ｗｉｌｌ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ｕ　Ｘｉ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ｖｅ　ｉｎ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ｅｓｔ　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１３）Ｈａｎ　Ｆｅ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　·６９·
Ｍｏ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Ｈｅｎ　Ｆｅ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

ｆａｃｔ，ｈｉ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ｉ．ｅ．，ｈｏｗ　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ｈｉｓ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ｅｓ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ｓ　ｌａｗｓ．Ｈａｎ　Ｆｅｉ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ｏｆｆｓｅ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１４）Ｘｕｎｚ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　 ＸＩ　Ｓｈｅ－ｘｉｎ，ＺＨＡＯ　Ｇｕｏ－ｆｕ　·７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Ｘｕｎｚｉ’ｓ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ｎ　ｍａｎ　ｉｓ　ｈ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ｈｉｓ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ａｗ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１５）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Ｗａｎｇ　Ｂｉ　 ＹＡＮＧ　Ｑｕａｎ－ｓｈｕｎ　·７８·
Ｗａｎｇ　Ｂｉ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Ｄａｏｉｓｍ，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ｏ　ｓｉ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ｏｕｇｈ　ｄｉｅｄ　ｙｏｕｎｇ，ｈ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ａ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ｕｎｒａｖｅｌｅｄ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Ｈｅ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ｉ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ａｏ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１６）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ｈｅ　·８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　ｈａｓ　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７２１



ｓｏｕ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ｔｈ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ｅ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ｓ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ｉ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ａ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１７）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ＸＵ　Ｗｅｉ，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ＳＨＥＮ　Ｊｉｅ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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